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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唯物史观视域下“社会形态说”
统一性问题及其现实意义

杨增岽
(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社会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它构成了整个唯物
史观的理论基石。学界对社会形态之“三形态”与“五形态”问题的论说早已存在，但一些讨论马克思究竟有
无“五形态说”及割裂两类形态说之间内在联系的做法实际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三形态”与“五形
态”在马克思思想中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实质上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马克思研判社会历史发展的两种不
同维度即伦理维度与科学维度，而两种维度的客观存在体现了马克思社会历史分析所贯穿的逻辑与历史、价
值与真理、偶然性与必然性、个别与一般的四个“统一性”。科学理解马克思前后“社会形态说”的内在逻辑及
其统一性，对新时代下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历史方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巩固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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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nity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YANG Zengdong
( 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Social formation theory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basic ques-
tion of Karl Marx’s historical philosophy，which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the whol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academic circles，the discourse on social formation theory has long exis-
ted，such as the“three formations ”and the“five formations”，but some discussions about whether
Marx has the“five formations theory”or not，and break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formation theory can actually have unexpected negative effects． The“three formations”and
the“five formations”do not exist in isolation in Marx’s thought，as an organic whole essentially，
which reflects the two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Marx’s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
man society: the ethical dimension and the scientific dimension． And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the



two embodies the four“unity”of logic and history，value and truth，contingency and certainty，indi-
viduality and universality through Marx’s historical analysis of society．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logic and unity of Marx’s“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rrect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and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developing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olidat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Key words: social form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ree formations”;“five formations”

如果说唯物史观科学地揭开了“历史之谜”，那么社会形态理论则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
势。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形态”在马克思不同时期著作中均被论及，但被
认为最主要也是最经典的是“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与“三形态”被认可的
至高程度明显相反的是对“五形态”的质疑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弊病的
过程中，学界更疑指“五形态”只是斯大林的而非马克思的。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时有学者质
疑，在历史学界，不承认“五形态”的价值性及合理性的人也不在少数。然而，反对“五形态”的论者在不
承认社会历史带有某种规律性的同时亦无法找出可以否定描述这种规律的基本脉络，甚至当人们不再
纠结于某些碎片化的历史细节与历史现象，从人类漫长的文明进步史来看，也丝毫不排除社会历史发展
进程表现出来的统一性。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涉及的诸如此类讨论，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学术文献的梳理，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回溯，分析理解马克思
不同“社会形态说”的内在逻辑及其研究方法论，并论述坚持不同“社会形态说”统一性的当代现实
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关于“社会形态”的不同论说梳理
马克思曾在不同的著作中论及“社会形态”，但他并不总是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而有时也会

用“社会的经济形态”或“经济形态”等。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社会形态”概念，
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下称《序言》) 中又使用了“社会形态”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使用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基础，因为生产资料
的所有制关系在一定社会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事实上马克思乃至列宁时常将“经济形态”与“经
济的社会形态”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说明“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形态的本质。

另据学者考证，“社会形态”概念最早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使用过，马克思
用的是“Gesellschaftsformation”一词，意在标志历史的发展阶段②。在马克思思想谱系对“形态( Forma-
tion) ”一词的追溯中，我们可以肯定马克思引入这一概念意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而非别的问题，甚至直
接说是要解决人的生存发展( 自由个性解放) 与社会制度的现实“桎梏”问题，即使“晚年马克思在其
‘人类学笔记’中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不应定性为实证科学、经验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而应界定
为一种唯物史观色彩的‘历史哲学研究’”［1］。因此，马克思着力于寻找人类自由个性亦即自由全面发
展的某种规律性、客观性的东西。马克思研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尤其是其内在的生成关
系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问题并不是目的，也不是研究的核心问题，而是要通过对其研究并联系资本主义
社会现实之下人的生产方式、生活状况，进而总结和演绎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性、普遍性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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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894) 中同时使用了上述两个概念，并未加以区分。考茨基在
其所编马克思本人著《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把这两个概念实际等同视之。一般来说，我们把社会经济形态等同于社会形态概念。

参见: 大野节夫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概念》，载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编《历史唯物主义论丛》第 5 辑，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292 － 294 页。



势。而这一趋势也体现为一种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这不仅帮助人们认识现实的资本主义社
会，更有益于人们探索未来的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笼统地说，马克思先后提出了两种“三形态”
和“五形态”。

第一种“三形态”即我们熟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 年手稿) 》中以人的自由个性发展或
人身依附关系为依据划分的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
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
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
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 p104) 时隔 20 余年，马克思在写给
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和三稿中充分考察了俄国公社制度，提出了“俄国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
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3］( p824) ，而且认为“东印度也有这种农村公社”［3］( p823) ，综
合马克思的系统论述，实际上他又提出了另一种“三形态说”，即古代公社所有制的“原生”形态、以私有
制为基础的“次生”形态、仿佛回到古代公社类型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再生”形态［4］( p826，836)。显然，这
三种形态是建立在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基础上来划分的。这前后两种“三形态说”虽然表述不一，但两者
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经济形态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种形态来划分，显然，原生形态
的社会生产方式多属于自然经济形态，次生形态下的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结成的人际关系则鲜明地具
有剥削社会的性质。因此从原始社会后期过渡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进而到资本主义社会，商品
经济形态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而到再生形态，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
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
事”［5］( p165) ，进入自由个性的阶段，这显然是产品经济形态。

除上述“三形态”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谈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 p7 － 11)。这为完整的
“五形态说”的提出作了重要铺垫。“亚细亚的”“古代的”等因为存在地理、时间上的差异，有学者因此
认为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五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划分方式。特别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学术界曾讨
论过很长时间，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从地域上和字面上看更像是指亚洲的印度一带( 亚细亚原本就是
亚洲的全称，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 。它是原始公有制的生产方式还是私有性质的生产方式，欧洲有
没有这种生产方式，曾引发广泛讨论，甚至认为马克思晚年放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而从马
克思当时研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及其现实条件来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探讨，马克思是极为认
真和审慎的。马克思认为不仅东方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欧洲也存在类似的生产方式，它正是人类原始
社会的最后阶段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无阶级向有阶级转化阶段的生产方式，属于介于原始社会与奴隶占
有制社会之间的一种社会形态，具有一定意义的普遍性。而“古代的”，则在 2009 年新版《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 2 卷( 第 592 页) 和 2012 年再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第 3 页) 中已改译为了“古希腊
罗马的”。事实上，这一改译非常重要，它更清晰更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的本源思想，避免了此前许多
认识上的偏误。显然，这一划分大体是按照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来划分的，这表明马克思对
“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分析更为接近“科学式”的方法论特质，而不再是人本主义的伦理特质。

此后，恩格斯结合 1877 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阐述了“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
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3］( p192)。这意味着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
劳动制( 资本主义) 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成了完整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恩格斯的划分注重了
所有制的不同形式，而这一不同形式正是区分不同社会性质的基本标志。后来，以列宁等为代表的俄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五形态说”作了更加全面而完整的阐发，并在若干细节性问题上深化了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研究。1897 年列宁在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写的书评中讲道，“政治经济学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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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叙述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资本主
义时期”①。1919 年 7 月 11 日，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演稿《论国家》中再次勾勒了这样一个历史
发展脉络，特别是他的口授论文《论我国革命》还专门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不仅丝毫不
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深化了对马克思恩格斯
社会形态问题的认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延续并坚持了“五形态说”，特别是 1938 年在《论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化甚至定式化了。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从俄国
传入中国本身带有浓重的苏俄色彩，加之其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至高威望决定了其关于
社会形态的论述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以《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联共
( 布) 党史简明教程》一度被认为“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
结合的典型”，成为一定意义上中国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材料”，而“五形态说”自然成为
理论界阐述历史演进规律的基本架构。

二、关于马克思是否提出过“五形态”问题的再回应
对于马克思有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问题，学界一直以来存有争议。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予以

否认。本文仅就此学术观点进行分析。
应该说，回顾近二三十年来的论争，学者们的不同看法也推进了讨论的深入，促进了共识的生成。

例如，有观点提出“五形态说”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它与马克思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 1857—1858 年手稿) 》中的大量论述存在明显矛盾，从其内容来看，马克思并没提出过‘五种社会
形态理论’，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7］。因为如果“将《序言》中的那段话和《手稿》中的这些
论述统一起来的惟一合理解释只能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产
物，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全都属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说来，只有前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才能构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列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只是
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种形式，它们不能构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列的社会发展阶段”［7］。因此，
社会形态的发展就不表现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而表现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
主义社会这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此外，也有观点认为: 《序言》中的“五形态”将并非同属一类的
概念放置一起( 亚细亚是地域概念、古典古代是时间概念、日耳曼是人种学概念) 拼凑而成，而且马克思
本人多是在共时性而非历时性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因而“五形态”是不足取的。“‘古希腊罗马的’一
词过去一直被译成‘古代的’，按字面上说没有译错，可是这样就很自然地被理解为泛指一切民族古代
时期的生产方式，而这是违背马克思的本意的。”［8］

一定的社会形态总要以一定的社会制度呈现出来，所以社会制度可以视为社会形态的同义语，把
“五形态”视为五种社会制度，并依次从低级到高级的更替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这种规律
性认识随着苏联哲学教科书在中国的传播而成为“牢固信条”之后，又经历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不
断深入反思，对“五形态说”的学术态度在个别学者特别是一些历史学者那里也由“反思”渐变成“疑
义”。例如，他们认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理
论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而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历史上有五种
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 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9］( p33) 因而有学
者借此否定五种社会形态及其不断渐进演化的必然性。苏联历史学者古列维奇曾认为，马克思社会形
态理论“表现为‘形态目的论’，即把‘千禧年末世论’伪装成科学了并希望把丰富的历史现实强按到五
种形态的历史分期的普罗克拉斯提斯床上”，甚至认为“这一学说与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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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调和，虽然它已经被意识形态歪曲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了”［10］( p55)。
然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 反思和批评教条化对待“五形态说”以及将社会历史视为单线、不

变、固定的演化图式，但这并不等于“五形态说”不存在。从哲学上讲，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的、辩证
的，同时还是实践的、历史的新唯物主义歪曲为马克思本人所反对的“唯物质论”“唯客观主义”，抽取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与实践性，忽略了对历史主体之能动性的考察，实际上是用还原论的观点说明
社会历史规律，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完全等同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无视人的意志、动机、目的及实
际努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事实上，“三形态”“五形态”在马克思的论著中都是客观存在
的，而且相互间客观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是一个整体。
“五形态说”是马克思创立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最一般意义上的阐释，也可以说是在

“大体”之意义上的阐释，这同哲学所强调最高的普遍性原则相似。这与后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
展“五形态论”机械的、片面的解释乃至认知上的教条主义地对待实际上并无关系。有些学者将两者相
互混同实际是另外一个问题。马克思所阐发的人类历史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普遍规律，绝不是
要认定其中每一形态或更迭顺序都是所有国家和民族普遍必经的阶段，绝不是要描绘那样一个“一般
发展道路”的公式。“马克思的‘五形态论’本身具有超越‘单线论’与‘多线论’的特性，实现了方法论
上的‘一’与‘多’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绝非是‘一’和‘多’的简单相加。”［11］马克思固然没有
直接地、字面上明确提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共产主义社会( 又分两个
阶段) 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但其思想体系中内在地蕴含着这一思想。我们不能以“英美分析哲学研
究式”的方法来“套论”抑或解构马克思文本中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进而“字面理解地”否定其“五形
态”演进的一般性、必然性。

三、唯物史观视域中“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内在逻辑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谱系中，“三形态”与“五形态”实际上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虽表

述不一，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首先，“三形态”与“五形态”并不矛盾，体现着马克思研究历史问题的两种维度。正如《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论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
一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问题，马克思是以其为中心进行时间上的前后笼统划分，而在“巴黎手
稿”中又有不同的划分依据，而不同的划分依据的背后都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概念极为一
致的表达和阐释，并有着充足的支撑性理由。在看似不同的表述背后，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主要源
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一现实的、理性的归因马克思从来没有
违背。社会矛盾运动的过程本身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发展的过程，因此，从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及其发
展程度理解社会制度的不同变化，或从不同社会制度背后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变化特别是生产资料的
所有制形式来理解社会变化及其人与人关系的不同特点，恰巧说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自洽，其集中
体现了马克思思想所蕴含的两种维度:既是科学的论证，又是伦理的论证。

其次，“三形态”与“五形态”是一个整体，体现着马克思思想逻辑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对三种社
会形态的论证显然是离不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支撑，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状况是反映生产关系中
最核心的部分，这与人的个性自由解放状况直接相关。依据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社会的经济形态
形成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大经济形态，而在商品经济较为充分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
指出人的交往空间和活动范围都大大扩大了，人的自由个性解放也是以往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
社会所不能呈现的。以人的全面发展或人际交往关系为主要依据进行划分的第一种“三形态”之所以
能够鲜明地得以印证，正是因为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引起了经济形态的变化，进而改变了人与人的
社会关系。“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大
地促进了人的自由个性和解放，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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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种“形态说”虽提出的时间不同，但都是马克思论证未来社会的重要一环。正如学者指出
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本人虽然未曾明确予以澄清，但实际上其理论中业已隐含了以
市民社会与国家、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不同结合形式，及相互优先关系次序为判定标准的‘三种社会形态
理论’，即传统社会———市民社会———未来社会。相比强调‘未来社会’重要意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
论’，早期马克思的这样一种‘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尤其突显了不同个体以私人所有形式从传统社会中
独立分化出来，通过分工和交换的形式，结成新的经济社会关系的近代‘市民社会’，对于个体自由的特
殊意义”［12］。马克思对未来新社会的论述始终包含人的自由解放的维度，体现着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
的统一性。作为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个性自由解放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马克思的
思想谱系中，“五形态”是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认识，晚年马克思与查
苏利奇通信中谈到的“原生”“次生”等第二种“三形态”，实际是连接起了 1857—1858 年手稿中的“三
形态”与“五形态”之间的关系。

概言之，“三形态”和“五形态”是内在统一的整体。人的依赖社会对应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对应着资本主义社会，但共产主义要分为两个阶段来实现。1875 年《哥达纲领
批判》中分为了两个阶段，后来列宁在 1917 年 7 月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五章把“共产主义的低
级阶段”作为一种单独社会形态，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恰巧表明了，马克思论证社会形态问题时既
有“伦理维度”，也有“科学维度”，其逻辑是严密的、自洽的。

四、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方法论特质
事实上，我们以往的研究更重视马克思对社会形态问题研究的不同视角的逻辑及其缘由的考察，却

很少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思考马克思不同社会形态分类背后的实质问题，即不同分类的社会形态之间
的关联问题及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问题的方法论问题。

首先，坚持“总体性”的考察，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重要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事
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
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3］( p254)。因此，历史运动的
基本趋势就是经济必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一般影响，但经济必然性又不可能脱离人们的实践活动，它同样
具有历史性。因此，唯物史观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5］( p153)。就是说，唯物史观乃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
现实的总体，理解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3］( p392 － 393)。

其次，把人的发展问题与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统和起来考察，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鲜明特
点。正如苏联学者 B·M·梅茹耶夫所言，“很显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马克思’，就像有一
个‘自己的’康德、黑格尔、尼采以及其他的伟大思想家一样。多种诠释的存在，只能证明马克思文本当
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既可以这样理解和接近，也可以那样理解和接近这些思想”［10］( p4)。马克思对社
会形态的分析一方面依据于大量的史料和当时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他始终把人的发展问题贯穿于社
会历史的全过程，既把人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形成( 从自然当中分化而来) 与发展视为同一的过程，又
注重在社会关系中认识和理解人的本质及其探寻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这是马克思研究历史
问题本身的严谨个性及其特定的、符合客观事实的研究思维范式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具有
科学性的重要原因。

再次，始终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中心，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问题的主要进路。正是以资本主义社会
为中心进行历史问题研究( 在《序言》中甚至把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称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马克
思才能在科学与伦理两种不同维度下实现结论性的高度一致，实现“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逻辑
与现实的一致。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在当时进行研究所能比照、参考和使用的文献资料的
有限性及其“欧洲中心主义”属性，都决定了马克思更多地只能立足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社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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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问题，认识古代社会与未来社会，这是客观的进路，也是唯一可能的方式。“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不是从某种先验地臆造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出发的，而是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出发的。简言之，马克思
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是从个别到一般，而非从一般到个别。”［14］

最后，注重科学的论证但不是绝对的实证。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任何时候都特别讲求事实性、科学性
和严谨性，注重及时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新成果和新进展。正像在《序言》中马克思谈道
的，到了伦敦重新进行研究工作时，“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
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似
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15］( p593 － 594)。历史研究原本就不同于具体
的物体的研究，通过考古可以还原一部分真实历史但并非全部历史，历史实证存在客观障碍，无法做到
全部的实证，所以，通过抛弃历史细节抓住主流，抛弃偶然性抓住必然性，抓住基本方向和线索，坚持逻
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这既是社会历史考察的必然方法，又是马克思考察历史的现实方法。

综上，两种“三形态”与“五形态”在马克思思想谱系中并非孤立存在，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逻辑的整
体，体现了马克思研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两种不同维度———伦理维度与科学维度，而两种维度的客观
存在体现了其社会形态分析的四个“统一性”的属性，即逻辑与历史、价值与真理、偶然性与必然性、个
别与一般的统一。借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喻的“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差
异，我们可以洞见马克思立足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继而研究不同历史问题的主要方法，即坚持“从后思
索”，以资本主义推溯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古代社会、东方社会等，以及坚持“科学求证”，以大量史料、
案例、素材和科学发现为据来深入论证和阐发，做到了有据有理有力。同时，马克思之所以对社会形态
的考察有不同视角和维度，正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这一特定研究对象予以了不同的研究对待，但这种研究
的客观性、正当性始终是首位的。我们通常说的某种社会形态最为“典型”和“充分”，是在相对意义上
讲的。在《序言》里，马克思用到“或快或慢”“发展到一定阶段”“演进”“成长出来”这些词句正充分表
明了社会形态发展的长期性。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同从人的依赖关系向以物的依赖关系的过
渡并非“一对一”的直接对应关系，商品交换关系也并非市民社会所专有和唯一，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商品交换关系。而是不是最为典型和充分，判断的依据需要“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之中去寻找。在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新社会形态过程中并不是立刻以新社会
形态之极为纯粹的特征出现的，相反这是一个不断孕育、渐进发展甚至曲折发展的过程，体现为统一性
与多样性、曲折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今天，科学认识马克思前后不同“社会形态说”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对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实质及历史方位，发展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五、坚持“社会形态说”统一性的重大现实意义
在新时代的今天，在学术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的“三形态”或“五形态”的差异问题，抑

或马克思有没有提出过“五形态”的问题，其意义都不及怎样从思想和认识上确立起对马克思不同“社
会形态说”统一性的认识更为重要。说到底，“五形态”的历史哲学意义除了将社会历史主体奠基于人
民群众之上，还在于为人类前景确立了一种经由人们自身努力( 主体选择性) 而能够最终抵及的理想社
会形态，是科学阐释人类怎样立足现实从“此岸”到“彼岸”之全部意义的理论依据。从当代中国现实意
义的角度讲，坚持这种“统一性”，有助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特别是在社
会历史领域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其一，不坚持“社会形态说”统一性，必定会对坚定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造成负面影响。五种社会形
态的依次更替，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表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但统一性不等
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宿命论”。列宁曾深刻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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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6］( p343)在某些特殊历史背景下
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五形态”理论，将其视为唯一永恒不变的历史“元叙事”，以形而上
学的思维对待“五形态说”，恰巧是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与此同时，肇始于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
社会形态理论甚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暗含着某种“政治因素”，而无关“话语”。
比如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知识界基于对苏联模式而频频发出的对计划经济、公有制、民主制度以及思想
意识领域的诸多批判与责难，本身蕴含着某些政治偏见，所发难的“范本”也并非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
换言之，由于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乃至今天都是没有标准化、固定化的范例或先例，将一个本在不断探索
和发展之中的苏联社会主义以一成不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预设”为绝对的“自由世界的对立物”，
进而得出全然不具有包容度、开放性和发展性的最终结论，这一结论本身也就注定成了教条。每个时代
的思想家都有其时代局限。这正是哈耶克、波普尔这些思想家在 20 世纪的“缺憾”之处。从今天来看，
“五形态”所呈现出来的人类历史进程恰巧是人类自我解放的旅程，撇开具体的对社会历史的“概念”描
述———以某种社会来表征不同历史，设想一下，人类的文明进步难道不正是依循着“五形态说”所描绘
的这一幅历史图景吗? 因此，否定“五形态说”实际某种程度上也是否定人类自我解放发展的历史趋
势。在西方某些思想家的记述中，批判“五形态”所谓的线性思维实际上是割裂了历史发展本身的辩证
法，而历史本身的辩证法正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选择性所对象化地形成的。因此，20 世纪中后
期以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否定“五形态”实质是要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自觉性，否定无产阶级自
身的历史使命，否定共产主义。在波普尔看来，“历史的发展过程从来不是由理论构思( 即使很好的理
论构思) 来规定的，虽然这些方案和其他不那么合理的( 甚或十分不合理的) 诸多因素合起来无疑会有
某种影响。即使这种理性计划与强有力的集体的利益相吻合，它也决不会按它所设想的方式实现，尽管
争取其实现的斗争是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实际的结局总是与理性构想十分不同的。它总是当时互
相争斗的各种力量格局的结果。而且，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
量的平衡必然会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
乌托邦的梦想”［17］( p81)。当我们认真检省波普尔的这段论述，无疑以逻辑先在的形式把历史发展的动力
视为所谓的“社会工程”，否认了人民群众构成历史合力的现实存在性，否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如
果从漫长人类文明进程来看，难道人类发展走出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不正是越来越走向至善、体现着人
类寻找自我解放的历史必然吗?

其二，不坚持“社会形态说”统一性，就等于打开了释放虚无主义、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潘多拉之
盒”。有学者深刻指出，“一些历史读物、历史展览、历史影视，往往只是从唯美主义角度而不是从唯物
史观角度，离开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离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单独地展示历代文物和历史人物，
把历史仅仅变成精美艺术品的展示史，皇宗贵族、才子佳人的个人英雄史，从而取代社会形态演变的真
实历史，一味地‘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阶级斗争化’”［18］。

其三，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不同“社会形态说”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对理解马克思思
想的内在一致性，包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会产生消极影响。正如人们同样都在阅读马克思
和恩格斯著作，但有人读出了“两个马克思”，有人读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也有人读出了“官
方的马克思”和“学术的马克思”，这里面不仅仅是诠释学当中所说的读者与文本的一般关系问题，而且
是与不同读者的方法、价值立场甚至情感等高度相关。若用“三形态说”否定“五形态说”，那就割裂了
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科学阐释所蕴含的伦理维度与科学维度、价值尺度与真理尺度的关
系，也会割裂个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承认“三形态说”而不承认“五形态说”，包括割裂其
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看不到相互间的统一性，那就极为容易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趋势的理解滑向简单
的“人道主义式”理解的泥潭，失去奠基了唯物史观作为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钥匙”、破解“历史之
谜”的整个理论的科学基石。

诚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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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
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
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
界。”［19］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
工作，都必须牢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要牢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坚持社会形态问题的统一性，
做到理论的自觉与彻底。

参考文献:
［1］林锋．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性质”［J］．教学与研究，2019( 3) : 23 － 2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 ( 上)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 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7］段忠桥．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重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段著名论述［J］．南京
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 : 14 － 20．

［8］庞卓恒．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次论说及历史哲学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1( 1) : 18 － 28．
［9］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5．
［10］B·M·梅茹耶夫．我理解的马克思［M］．林艳梅，张静，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11］叶险明．关于马克思晚年相关思想研究中的误区———兼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涉及的“五形态论”问题［J］．马克
思主义研究，2015( 1) : 123 － 132．

［12］陈浩．《克罗茨纳赫笔记》与三种社会形态理论［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1) : 68 － 72．
［13］杨耕．为马克思辩护［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杨学功，席大民．资本主义研究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地位［J］．哲学研究，2012( 4) : 3 － 11．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1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17］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8］王伟光．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J］．红旗文稿，2019( 9) : 4 － 8．
［1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
推进工作［Ｒ/OL］．新华网． http: / /www．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3 － 12 /04 /c_118421164． htm，2013 － 12 － 04．

( 责任编辑:郭荣华)

11第 4 期 杨增岽 论唯物史观视域下“社会形态说”统一性问题及其现实意义


